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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典、思想與現實政治的對話，從來不是單一與因果式的路徑，尤

其是不同學術集團、思想變動的轉折處以及不同的政治格局三個條件，

同時並存且相互激盪時。蘇轍的《老子解》呈現出結合儒道釋三家基本

內蘊的書寫形式，正是北宋思想轉折的一個產物，在表面以儒學為基準

的基調之下，這種透過精英獨特且再造傳統的特有注解文本，一定程度

地接收了重玄思想關於儒道釋思想轉詮的成果，並且，因應政治場域中

的緊張對立，開創了一個兼涉現實政治與信仰詮釋的思維，這使得在現

實政治的關懷之外，同時也增加了往宗教國度的移動向量。本文企圖透

過文本的閱讀與解析，從中透顯出蘇轍的《老子解》的思想（包括了道

之論、性之論與治理之論）以及隠藏在思想背後的一些時代性與特色。

而文學傳統、反映古人之道的「文」以及普世的價值，這三個議題在宋

初的古文運動、注解經典的活動以及道學作為普世價值的形塑運動中，

很有層次地展現，構成了所謂的「國家與士紳雙重支持下的文明擴張」，

我們在蘇轍的《老子解》中也讀到了這樣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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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轍《老子解》中的思想三論 林俊宏34

詹啟華（Lionel Jensen）在一篇反省儒學與現代中國的文章中，以「倒

塌的偶像」指涉「儒學作為整個中國文化象徵的獨霸性和換喻性

（metonymic）身份的垮台」（田浩，2003：31），這個反省大抵是以宋

明儒學的整體建構為前景，進而延展到晚清乃至於當代，他同時也對於陳

榮捷所認定的「朱熹已經使得古典思想的復合體體系化，他（朱熹）將道

家（教）、佛教、大眾宗教以及許多種宋代的復古學派的各家運動，通過

矢量合成而成為獨一的從十三世紀直跨二十世紀的思想軌跡」的潛在預

設，作出了一些反省（田浩，2003：34-35），藉由這樣的反省，試圖突顯

美國漢學界關於宋史（或者是更深刻的思想史）研究上的某些關鍵性的跡

痕，並延伸說明這些跡痕自身的一些問題；本文當然無意於討論西方宋史

研究出現的諸多現象與問題對話，不過，從上述的反省中，倒是提供了以

中文作為基本寫作與閱讀語言者，做出另一層思考的可能；也就是說，從

隋唐以降融通三教的集體書寫（這裡指的是重玄學），1 以至於宋代大規

模的注解傳統經典（包括了儒家的四部重要經典以及道家（教）的《老

子》），2 到底是一種復古形式的展現（關於傳統的忠實再現）？抑或是一

場新時代自主詮釋的開端？有趣的是，北宋同時也出現了各種大型的類

書，呈現出一種帝王學形態的轉變，內藤湖南就認為「將史書作為帝王必

要的參考書進行編纂，使得漢以來流行之類纂方法得以集其大成」（內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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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2008：158-159），這樣的看法恰恰與葛兆光所認為「宋代中國生活

倫理同一性的確立是立基在國家與士紳雙重支持下的文明擴張」之理解類

似（葛兆光，2001：253-279），都思考到了宋代「政治權威∕文明建構」

以及「士紳自主∕國家統治正當性」的同步特質，同時，也明白地點出了

傳統中國關於公共生活實踐中的自律與他律雙重合致的面向，3 在這個理解

下，在宋代作為至少帶有公共職能與知識傳承兩層功能的「士」而言，大

規模地透過對於經典的自主性詮解，4 以及參與公共生活的圖像給定，維繫

並確保了物質與精神文明兩層活動再生產的可能。

經典、思想與現實政治的對話，從來不是單一與因果式的路徑，尤其

是不同學術集團、思想變動的轉折處以及不同的政治格局三個條件，同時

並存且相互激盪時，就時代的寫作中，去斷言學派屬性與政治立場歸屬，

無寧是一件極困難也冒險的事。北宋王朝，正好面臨的是這樣的一個時代；

《老子》，正好是這個時王朝初年（承繼隋唐重玄思維與三教對話）重要

的注詮經典文本；蘇轍，正好是這個王朝幾次政爭中的行動者；這三個「正

好」，有意思地且隱藏地合致在蘇轍的《老子解》中，5 本文試圖以這本《老

子》注解為核心，在上述關於「復古∕自主」的發問中，6 從文本呈現的思

想底蘊入手，討論蘇轍在其中所呈現出的思想內容與學術集團的對話，進

而簡單分析其思想所反映的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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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道家的思想中，不單是整個哲學的基礎，也是世界的範式與

圖像的集合體，同時又是萬物生成的本源。基本上，「道」並不高於、外

於或是粗略地等同於萬物，也不能單純地以規律、指導原則視之，因為這

樣的認識就方法上是不可能與不整全的，因此，以一個範式或是整體的理

解來逼近認識「道」，大抵是比較正確的。蘇轍對於「道」的討論也沒有

偏離這的的基調，進而，在隋唐重玄思維與宋代儒學（特別是易傳）的影

響基礎下，蘇轍的《老子解》依著「復性」的主張，展現了與傳統老學帶

些差異的詮釋路子。什麼是道？蘇轍依《易傳》的說法，認為「一陰一陽

之謂道」中所呈現的的對偶相生與和合相成，是理解「道」的基準，在這

套生成變化的基本理解中，變化的源頭－道－當然是既運動而又不變的：

固然這是理解「道」的路子，然而，要說循此「物」的路就可掌握到「道」

卻也不然，因為萬物一旦形化就與道有隔了，〈卷一〉中所說的「然而既

已麗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正是此意。因此「運而成象，著而成物」的「道」，

在表象層次是無從觀看其真的，原因是「物至於成形，則真偽雜矣」〈卷

二〉，這是自一而二而三紛然錯出的樣態，7 一旦具象化，就代表離開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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渾沌一體的本源，因此，要借由變而成形的萬物中看到這個無聲、無形、

不變、不殆、萬物生化之母的「道」， 得先肯定「古今雖異，而道不去，

故以不去名之，惟未嘗去，故能閱眾有之變」〈卷二〉的前提，這裡的「閱」

當然不能單純解為「觀看」，應該有「居停」（且呈現）的意義才是，透

過「居停且呈現」，8 道才得以被「觀看」，也因此，作為觀察者與思維者

的人，才能「觀看」－「掌握到『不去』的真實」－「進而再現『道』」

的，這個部分若不是存在著某種與道相通的特質（應該就是「性」9），是

無從「知道」與「觀看」的。在此，蘇轍為《老子解》的核心觀念－「復

性」－留下了伏筆。

撇開復性體道、開物成務的論題不說，道與萬物之間的成象過程是怎

麼出現的？蘇轍透過「道－德（容）－萬有（形）」的層層衍化來說明。

首先，「道」當然無從由「形體」的面向被意識與觀察到：

……

現象界的有無概念根本不足以指涉到「道」的層次，這當然沒有離開《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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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對於「常無」與「常有」兩個後設概念的基本制定，10 同時，順著「道

生、德畜、勢成、物形」觀念的開展，蘇轍談到了「形」與「容」這兩個

關鍵的變化，是使得「道」得以被「見」的條件：

這個不變的母源同時一直處於運動的狀態，從「眾有之容」俄然而有的

「德」，到萬物的形見，此處未形而至於形的開展，正是關於這個運動狀

態的描述。如此，則對於「有無」的基本理解殊為重要，蘇轍先就有名與

無名出發稱說有與無：

這是從「名狀」的面向界說有與無，同時，蘇轍再將這種掉入稱說活動的

有名者與無名者，轉而從「體用」與「器用」上說有與無：

至此，蘇轍並沒有離開先秦老學的「有生於無」以及「有無相生」基調，

袛是統一了「有無」或是「有名無名」的解釋差異，明顯地帶有「不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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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維，在方法上與境界上，蘇轍的進路應該已經類似重玄：11

從蘇轍就道與言說的關係上看，他主張「道非言說，亦不離言說」〈卷四〉，

這本就帶有重玄之味，再從他對於「玄」的解釋來看，也已離開單就本體

意義討論的魏晉玄學，而以「知本之一則玄矣」強調某種境界或是高妙理

解，進而，再以「言玄而去玄之心」說明這種境界，層層地都展現重玄的

思蘊，〈卷三〉中的：「皆滯於一偏而非其正也，惟淡然清靜不滯於一」

以及「致虛不極則有未亡也，守靜不篤則動未亡也……蓋致虛存虛猶未離

有，守靜存靜猶陷於動」〈卷一〉的說法，應是很好的說明。

即便如此，原則上，蘇轍著重的應當還是「有」，從「非成非缺，非

盈非沖，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辯非訥而後無所不勝，可以為天下正矣」

〈卷三〉講求實踐的結果上看，大抵不會有誤，這也符合他對於由道而德

的基本想像圖式。確立了這樣的「有」的思維，蘇轍將自然生成的系絡與

人事的系絡切割開來，他認為「道生德畜」是就基本的宇宙開展立論，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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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對人事起著影響的是「形見」之後的變化：

蘇轍似乎在此談了兩種規律，一個是「從不能自形到形見」的自然律，一

個是「物則不能自成」的高度複雜的因果律（當然，某個意義上這也是自

然律的一種）。蘇轍清楚地將道與德的意志性抹除，說明這是一種不具意

向性的必然開展；袛是，萬物彼此的交互影響為何造就了興亡治亂之變？

蘇轍大抵是認為人具有相對於道、德的自主能力，進而存在悖逆自然律的

可能情事，也就是說，他肯定了人具有認識、解釋、呈像、改造這個世界

的能力，這個部分應該與儒學重人文實踐的思維與判斷有關，再加上自然

律與高度複雜因果律的強調，此處或許可以看到融合三教說理形式的身

影。進一步延伸地說，關於蘇轍的道論有幾個部分值得注意：

1. 由道－德－形－萬物的部分是自然的，沒有任何可以干擾的意志存

在，而且有「條件的成熟與否」這樣的命題。

2. 人是使得這個過程被認識的關鍵主體。

3. 這個主體對於這個過程後期的發展，其實由於他的主體性，反而帶

有強烈干擾的可能，就這個部分而言，蘇轍藉由「性」的「始初悖

離」來說明。

4. 復性是對於上述悖離的矯治。

5. 復性的動機可能有兩層，一個動機是人世間動盪秩序的戡正（這個

部分可以是純然政治的，也可以倫理意含的），另一個則是帶有彼

岸秩序的修養（行）的動機，前者偏重於儒家與道家式的關懷，後

者則明顯地帶有佛家式的關懷。

談完由道而德的化生，蘇轍進一步引出其中接續無形之道與有形之萬

物的是重要中介概念－「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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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連續而非斷裂的生化關係，固然是「形精不離」以及「道物不殊」的

原因，蘇轍卻也清楚地將「道」「精」與「物」「形」作了區分，〈卷二〉

就說「物至於成形則真偽雜矣，方其有精不容偽也，真偽既雜自一而為二

而為三，紛然錯出不可復信矣，方其有精不吾欺也。」這種既相異又不離

的說法，本就帶有「重玄」的特色，因此，留有向道復歸的可能，也體現

了老學思想中具有返復義的「反」。若又就形精不離、道物不雜的觀點立

說，自然有從繁複回歸簡單的內在理路，如此，老莊道家強調的減損與佛

學講究去除無明的工夫，似乎也有可以著力之處。順著「形」的開展，蘇

轍其實談到了一些關於「身體」的論述，這點與古代中國從身體的角度談

論公共生活應該是有關連性的，12 同時，受到中國中古關於精、氣、神、

魂、魄等觀念與論述的影響。蘇轍就魂魄的物質性與精神性，引申地討論

性、神與氣：

……

……

這段話談到了性、精、氣、神幾個概念，精氣與魄置於「物」的範疇應該

沒有問題，強調了物的有限性與殊萬不同，所以蘇轍說「雜而止」；相對

的，魂則對應於「性之妙」、「神」，談的是「一」、「聚」與「樸」，

皆以道為依歸（事實上說的應是復歸或是眾妙之源），故說「一而變」。

接著，蘇轍說的是神（當即是魂）與魄的相對關係，並且清楚地對於「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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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之要」下了判斷：「神載魄」要遠高於「魄載神」，而要達到神之妙的

作用，得透過「性定神凝，不為物遷」、「神、魄（物、神）兩不相離」

的活動才能達成，至此境界，不僅修身（當然也有治國之義）無礙（聖人），

而且深根蒂固長生久視（真人）也不是問題，類似的說法在徽宗的《道德

真經御解》中也有：

……

‧

固然，兩者偏重於神之妙用，不過，強調精神與物質的兩個界域的相通不

離、相守不滯的基本看法應該才是核心關懷。再者，關於「性」，蘇轍以

「道無所不在其於人為性」或是「人莫不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卷一〉

稱之，同時，將性之妙（並對應於純而未雜、聚而未散）與神聯繫起來，

顯然，蘇轍認為「性」是道在人身上的「居留」，然而性若隨外物而動，

則不僅離散其真純，也因此而無從展現與道之妙體與妙用接通的「神」，

故而，此處的神，絕對不是單就與物質相對的精神的面向稱說，當然還有

「神妙之智慧」的意義。至於神與氣，蘇轍認為神是居於指導氣的位置，

神與虛、柔同範疇，氣則與實、剛同範疇，二者分屬不同範疇，也有高下

之判：

「神之治」（目的就是神凝）具備了向「虛」的運動與能量蓄積（極處則

柔），故而不妄作；而氣作為實之始，說明了某種意向性的引導（極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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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則不自知而亂；為免妄作而亂的情事發生，蘇轍的說理路子是「不

知好惡－性全而氣微（純性或是性定，氣的意向性與干擾性清除）－神治

（神凝；體柔而虛）」，所以才說「聖人外不為魄所載，內不為氣所使，

則其滌除塵垢盡矣」〈卷一〉，也因此「沖氣在焉，則體無堅強之病；至

理在焉，則事無堅強之累」〈卷四〉，不袛可以治身，也可外延地治國或

體道，這也正是人之所以可以復歸於道，進而有效地連結兩種界域的秩序

的原因。整地來說，道物開展的思維是老學的基本關懷，而「氣」的宇宙

觀一直是這種關懷中相當重要的一種理解與論述，圍繞著注《老子》活動

的北宋作品也大量地討論了這樣的看法，從王安石、王雱、蘇轍、呂惠卿

等人的《老子》注解或是宋徽宗的御注（包括了以御注為核心的章安與江

澂注解），都呈現出這樣的時代特色，當然，漢代明顯細緻成形的氣化宇

宙論、魏晉的神仙學乃至於隋唐三教密集對話，都與這個知識產物高度相

關。有意思的是，南宋朱熹關於「道統」的擬制，看來也與此密切相關，

田浩就曾對於朱熹的〈祈禱文〉作了相關的討論，並論證了「氣類」與「道

統」的關連性（田浩，2008：357-390）。看得出來，以「性即理」為主要

論述的朱熹，一方面固然是為了批駁傾斜於佛教禪學的「心即理」的理學

路子，一方面也同時接駁了「氣」「性」「理」三個概念範疇，如此一來，

「氣」對於理學的完備以及在宋代思想的位置就不言可喻了，同時也可以

從中看出存在於宋代佛教與儒教之間的緊張性（荒木見悟，1993：116-
122）。這兩個作為宋代知識範式的路徑，基本上都不曾離開從「道」的討

論系絡出發，蘇轍《老子解》中的道論，從道物關係的開展到「精、氣、

神」以及「理、心、性」的論述，大抵也呈現出這樣的思維形式。

關於「性」的討論（特別是進一步的「人性」），歷來本是思想家相

對於「治術」的一個思考命題，不論就思考的次序或是理論的次序而言，

二者都是息息相關的。以先秦關於「性」的討論而言，不論是儒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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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或是「性內法與性外法」13 的基本對話、道家「道生德畜」強調「素

樸之本然」或是韓非認為的「自為心」，大抵都以人為討論「性」的核心，

魏晉玄學在自然名教、性情議題（例如「才性四本」、「聲無哀樂」）上，

也大都不離「人」而說；直至「竺道生……以為一闡提亦可成佛。此後佛

性成為中國佛教思想的一個核心課題，佛教也長期主導了思想界的心性討

論」（陳弱水，2009：141）；道教重玄學重要的「道性」思想，也許正

是積極學習佛教運動的一部分（陳弱水，2009：155）。如果從佛教教義

中關於眾生之間界線的開放性（例如：輪迴轉世的觀念）來看，關於佛性

的思考，在強調一個更普涵的「性」的概念範疇上，明顯地超越了前面歷

代，而道性的出現則是在這樣的刺激之下，重新拾掇了先秦道家萬物合一

與道生德畜的基本質素，成為一種中國自生進而與西方思維對話的產物

（要說到將人之性與物之性融通地思考，明顯地，道家與佛家在態度上較

之於儒家無寧要開放而積極）。在這樣簡單的理解下，不論是歸根復命的

傳統老學或是即性即理的宋代理學，都很清楚地將「性」視為與至高存有

與範式理則接榫的原始質素（雖然，人依舊是主要的發動者，要之，佛性

的思維已然成為一個基本的外在邊界）。因此，「性」之「復」不僅與現

世秩序有關，也和彼岸秩序有關，決定了人與人、同時也關連著人與物。

蘇轍著重對於「性」之「復」，也許受到傳統老學的影響、14 也許受到佛

學的影響（關於佛性－特別是如來藏）、15 也許受到存在於中古儒學作品

                                                 
13

‧ 2009 161-174

14 ‧

2006 11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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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例如：李翱的〈復性書〉）、16 也許受到道教重玄思維的影響（關

於道性），此外，如果蘇轍的蜀學基底不必然與北宋理學的發展存在線性

的因果關係，卻與宋代理學同樣對於「心性」一學寄予同樣的重視，「時

代氛圍」或者又是另一個原因。17

關於性是什麼？蘇轍很清楚地說「蓋道無所不在，其於人為性」〈卷

一〉、「聖人與人均有是性」〈卷四〉，他應該略有所指的指向「道性」

以及「人皆有此本然之性」兩種看法，就前者而言，談的是作為抽象與普

遍的「人」與道的連繫，同時也隱約地肯定人與物當皆有此種特質，在人

身上則稱為「性」，後者則在於說明這樣的本然之性屬於兩種不同的人格

（聖人與人－聖人與一般人）。既然所有的人都有這種「其妙為神」的「性」，

何以會出現不同的「人格」？蘇轍的回答是「妄」：

                                                 
……

……

1997

16

1998 425-43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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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究其實是「物之情」，〈卷二〉中說「夫欲先而惡後，欲明而惡

暗，欲貴而惡賤，物之情也。」這種「物之情」（事實上說的是人之情），

如果不加以判別清楚（囂然從之而不知其非），恰恰與「人各溺於所好」

同義。所以，均一本性的「人」會出現聖人與凡夫的差異，就在於「妄」。

「妄」又有兩個源頭，一個是「為物所蔽」，一個「為我所障」：

「為物所蔽」說實了就是受到最基本也是最虛幻的「感官」知覺所遮蔽，

已然帶有虛假成相的說法企圖了，蘇轍進一步再把關鍵處點出，原因都在

於「分別」，也就是人我之別（這裡容或沒有出現「無人相，無我相」的

思維，不過當已不遠）；不論是為物所蔽或是為我所障，蘇轍應該不會反

對「我與世界的區別對立」約略是「妄」的同義詞，所以他說：「學者溺

於所聞而無以一之……夫惟聖人知萬物同出於性，而皆成於妄，如畫馬牛、

如刻虎彘，皆非其實。湣焉無是非同異之辨，孰知其相去幾何哉，苟知此，

則萬物並育而不相害，道並行而不相悖」〈卷二〉，「妄」造成人物之相

害，原因正在於不知「性同」之「實」，耽溺自己於感官、於虛假之中，

從「復性」入手才是正確的道路。

確認了「性」在身內，是一種完善的存在，也是與大道得以接榫的因

子，那麼，要如何方能復性？蘇轍認為有幾個路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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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己」與「復性」的對應，顯然與「克己復禮」相關；蘇轍走的路子，

表面上看來像是儒家向內式的自我超越，不過就文本的上下系絡來看，既

然「性」是內在的特質，就不應該是外在的「禮」可以對應的，因此，克

己復禮與克己復性的最終結果應該也不能放在同一個位置，我們大抵袛能

承認在思考的起點與方法上，蘇轍受到儒學的影響，不過，結果卻不必然

一定是儒學的；從文句或是「性」的完善存在言，「克己復性」都有「減

損」踰矩自然之性的欲求之義，也就是「由繁多而減（簡）約」，蘇轍用

「損」來說明這種由繁而簡並非是儒家之義，而是道家之義，18 這就可以

推到第二個路子：

從孔子自我詮釋「予一以貫之」以及對應於蘇轍說的「夫去妄以求復性是

之謂損」的說法，蘇轍借用了《莊子》的「重言」，談到了道家與儒家之

融通。不只如此，從「苟一日知道」到「顧視萬物無一非妄」，此處說的

是「知道（事實上當是體道）」與「無一非妄」的對應，明白地是道家與

佛學語彙的接軌。蘇轍從子貢認定的「多學而識」轉換到孔子呈現出的「損

約的去妄而知」，隱約地又將儒、道的融通擴充到轉往儒、道、釋的融通。

接著，蘇轍又轉向到第三個路子：

                                                 
18 200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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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復性」而言，固然需要「損」的工夫，然而，「去妄」之心若存，就

不能說是「損之至」，當然就無從「心純性定」，於此，蘇轍明白地援用

了重玄與不二中道的方法，看來是「內無心念外無跡痕，心跡兩泯而純白

備矣」，19 袛是，既然接著談的是「無所不為而不失於無為」的老學與重

玄理解，當然就沒有「緣起性空」的高度了。整體來說，由『克己－減損

－知萬物無一非妄－去「去妄之心」』，呈現出『由有為（有意志）的方

法入手－無為之之心的無為－無「無為之心」的無所不為（無為）』的進

路，蘇轍藉由討論「復性」透顯了儒道釋三家思想內涵以及並用重玄方法

的融通可能。

「復性而足」所言者為復性之成，然而什麼是「足」，首先對應的是

「知」的面向的開展，指的是全方位的「知」：

「性全」是「無所不知」的要件，這又是因為「性之為體充遍宇宙」，「性」

的自身不受時間空間之影響，復性代表了一種全向度的「知」（體知）的

開展，又可以是知身、知內外同時又可知生之義，進而與道同居處：

……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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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復性而足的「知」，還可以讓人明白自身在宇宙中的定位，〈卷二〉

中就說：「由道言，則雖天地與王，皆無足大也。然世之人，習知三者之

大，而不信道之大也，故以實告之，人之不若地，地不若天，天不若道，

道不若自然，然使一日復其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當然，這

裡說的「道不若自然」當是就落入道天地王「四大」的分別界域範疇而言，

是就其「異」而言，《鶡冠子‧環流》中所說之「同之謂一，異之謂道」，

大抵正是「道不若自然」中的「道」的對應位置。

就另一個面向說，「復性」在世俗的層次還可以因為「去妄」而止爭，

〈卷二〉中的「知性而爭心止」正是此意，這是由於「聖人與人均有是性，

人方以妄為常，馳騖於爭奪之場，而不知性之未始少妄也」〈卷四〉，因

此，聖人透過「自性」的示現，教人除妄復性，使得人與人、人與大道能

如契之和合而無間：

此外，蘇轍還從以復性來詮解復命，明顯呈現出一種自儒家入手與佛學、

道家對話的論理形態，〈卷一〉中說：「命者，性之妙也，性猶可言，至

於命則不可言矣。易曰：窮理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學道必始於窮理，中

於盡性，終於復命……聖人不為物所蔽，其性湛然，不思而得，不勉而中，

物至而能應，此之謂盡性……君之命曰命，天之命曰命，以性接物而不知

其為我，是以寄之命也，此之謂復命。」他改造了孟學中的「盡性知命進

而知天」的命題，透過「命者，性之妙也」將《易傳》的「窮理盡性以至

於命」20 與老學的「歸根復命」連接起來，其間又談到「不為物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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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而能應」、「以性接物而不知其為我」等佛學與莊學語彙，使得「復性」

一詞讀來同時具有三教的色彩。

整的來說，蘇轍從「性是什麼」、「復性之路」以及「復性之成」進

行幾個層次的發問，嘗試就概念的界說、實踐方法與證成境界融通三教（包

括重玄思維），在整個論理的過程中，我們看到「窮理盡性以至於命」的

儒家義與「德足、性純、復樸」的道家義交融產物，當然還有未必顯題卻

很重要的佛家義與重玄義，例如，他強調「復性則靜」時就說：

這裡談到了兩個層次：第一、「自復於性」，表示「復性」是一種不假外

求的活動才是；第二、止動息念以求靜並非「常靜」，這表示蘇轍認知中

的「復性」並不單單是心念的強制停止或是離開心念的活動而已，如果依

他在〈卷二〉中所說：「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來，非善非

惡，混然而成其體，於人為性」，顯然，「復性」的「性」其實是自本自

根的本然素樸面目，這當然不是止動息念的求靜可以達成，非得有更進一

步的「遣掃」工夫不可，同時不是將心念視為恐怖怪物，反而有著觀想念

頭起處的工夫，這個部分要不透過重玄的方法，要不就是藉由佛學的路子

才能達成，執此而論，「總觀蘇轍的解注，很少涉言佛學」的說法（盧國

龍，1995：333），可能未必無誤。再就他解釋夷希微之「三一」時更是清

楚地以佛經來詮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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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始有性而已」到「及其與物為搆」以至於「日用而不知反其本」，

蘇轍在在地透過佛學的基本概念（例如淨穢、六入六用（六根六塵六識））

來注解體用與自性，也是明白援佛學入道家的注解活動。再者，這樣的三

一在形式上好像是關於體用、本末乃至於重玄三一之旨，然而較之簡單的

本末體用，或是重玄的「即三即一」與「不一不三」，明顯深刻許多；蘇

轍透過佛學的理解，說明自然真如的本性在六識的作用下，日耗而離真，

雖然，可以落在性本與性用的範疇來進行概念上的統一，然而遠離大道與

深湛的智慧卻是不爭的事實，蘇轍主張的並不是「塞兌閉門」的老學路子，

反而比較像是「轉識成智」的空見路子，這樣一來，關於大道的體知活動，

就已然不是知識性的活動而已，而是關乎自身存有的認識活動，這樣的智

慧當然也就不是世間智識的層次與範疇，反而有著通達本心、見徹本性的

高度，在層次上並不落在於重玄的「玄妙三一」，而是更靠近「三乘一乘」

的絕妙說法。也就是說，蘇轍並不以詮解自然化孕萬物的大道為已足，反

而有進一步藉由注解道家的「道」來證成空見與佛性的企圖，我們是不是

可以這麼說，在重玄學身上的展現的「道性」、或是在古代中國政治哲學

中出現的「心性」，在北宋王朝，統一於「佛性」論述與理解的態勢較之

於隋唐更加清楚。21

最後，再回到〈繫辭〉的「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也」來看，蘇轍以這段文句對於《老子》的詮解，應該是針對幾個理解：

第一句談變化、相生相成與屬性；第二句則談這樣的變化是帶有自然成善

的正當性；第三句則是說是因自然之性而成萬物。蘇轍有意將重點置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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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者性也」一句，原因除了談「自然之性」外，應當還有將「自然之性」

顯題化的大任，著落在「人」的身上，因此，「成之者性也」不僅說自然

生化，也說「由（人）性復（自然之）性」，明顯地有融通儒道二家的企

圖，這不僅就理論思維的面向說，同時也就修養工夫復歸的方向上說；順

此，「復性」的「靜」，加上「去妄歸真，反流全一」的期待，蘇轍不單

是為了復性與政治倫理的說理連結舖路，同時也在為儒道釋三家的融通舖

路。

與復性息息相關的是「人之成」，蘇轍以「性」（復性）為中介討論

了「聖人之成」（其間當然也隱含了存在於「聖人」與「俗人」之間差異

的判斷），基於這樣的成就人格理解，才有統治治理之可能與必要，所謂

「可能」談的是具備了某種能力得以治理，所謂「必要」代表了治理是一

個導回素樸的必要活動：

……

這裡所稱說的聖人指的是經過復性而後成就的聖人，而不是生而即為聖人

的「人」，蘇轍明顯地將這種可以成就的範疇開放給所有的人，聖人正是

「成就」而出的人格，「優入聖域」22 是一個透過「復性」實踐方能得致

的結果。

聖人透過復性而成就的人格形態是什麼？蘇轍延續他的道論看法，認

為經由復性而成就的聖人是一個「既知又不以知為知」的人格：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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袛是，何謂「既知又不以知為知」？蘇轍從離開區辨與妄執入手，說明這

種「知之境」，他在〈卷四〉中說：「以善為主則不求辨，以辨為主則未

必善」，區辨與分別正是妄執的同義詞，〈卷二〉中說：「世人以分別為

智，聖人知群妄之不足辨也」，離開別異的活動才具有朝向真知的能量，

也才得以徹底離妄，這種真知明顯地帶有道家（特別是莊子）與佛家的意

味。我們大抵可以這樣說，聖人之成的關鍵處在於離開「對立」，尤其是

人與人、人與物的「對立」，從知之活動的反省開始，蘇轍想要傳達的是

一種人與人、人與物之間「同一類屬」的回歸，這是「性」的基本含義，

也是「復性」的活動核心。

進而，蘇轍並不認為離開區辨與妄執是單純知識論或是存有論的範

疇，因為這種「難知之知」，並不是離開起居飲食之間的蒼穹之音，卻是

本就完備於日常之中：

蘇轍說的「性之妙見於起居飲食之間」以及「然世常患日用而不知」，隱

與《繫辭》說的：「仁者見之謂之仁，智者見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不知」

之深意相通，執此，聖人之成正說明了一種貫穿日常而至大道的真知之成，

真知與真人同時出現的理解應該是直承莊子思想而來。關於這種存有與知

的同時證成，呈現在幾個面向上：

……

「自知曰明」的狀態絕對是聖人之成的面向之一，這是得以「玄覽萬物」

並且讓「是非得失畢陳於前」的條件，而「聖人才德全備，若無所施，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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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於頑鄙」〈卷二〉才能「體道者無知，所行無所施設而物自化」〈卷三〉。

也就是說，這種「無知之知」與「自知曰明」其實是同質性的，追求的不

是遺世獨立的菁英主義，反而是一種積極入世的和合，不袛可以與萬物冥

然合一、治身治國，更可以進而長生久視、深根固柢：

……

簡單地說，「復性」可以成就「真知」是思路上的必然，聖人之成則是關

於「復性」的實踐結果，連結處正好在「真知即真人」的成就，這種「真

知」可以內、可以外、可以理身、可以治國，透過「聖人之成」，蘇轍表

明了「復性」絕不是一種虛幻的期待，也不是沒有對照的實踐結果。順著

這樣的思維，蘇轍所說的聖人絕對不是單純的哲學家或是宗教成就者，同

時還得落在人君的範疇看待，以楊儒賓的話來說，這樣的人君大概就不會

是消極哲學的人君，或是單單是理想型的人格，他勢必得帶有族群、文化

的生成責任，也帶有奇理斯瑪甚至神祕性的性格，而且作為三才之道的思

維模式的體現者（楊儒賓，2005：105）；這種跨越諸多層面與融通不同

學術集團的「聖人之成」大抵就是《欒城應詔集‧卷三‧老聃論下》中所

說的：「聖人之道，處於可不可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說萬變而不

可窮。老聃、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說汗漫而不可詰，今將以求夫仲尼、

老聃之是非者，惟能知虛實之可用與否而已矣。」這點當可視為子由對於

道儒的調和觀點，一方面，承認老莊思維的深刻與虛處入手，一方面肯定

孔子在思想上的高度與實處入手，再強調學術集團的區判袛是可用與否的

判別，並不著意於思想高度上的觀看，蘇轍融通各家的態度大抵可得窺一

二，這也與蘇轍在〈後記〉中所說的「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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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聖人，中心行道，而不毀世法，然後可耳」的理念若符合節，23 而復

性、盡性與成就帶有倫理角色的人格，顯然背後存在著「聖俗有別」的預

設，進而依此發為政治統治之論述，大抵也是「中心行道」關懷的落實！

蘇轍顯然並不滿足「復性∕體道」的思想討論與境界，他是有目的地

談論「復性」，而且直指現實政治。余英時就認為「不同的思想流派的士

大夫如劉彝、程顥、蘇轍等都積極參加了變法的籌劃，所謂「合變時節」，

則是說他們都感到變法已經刻不容緩。這一急迫感是仁宗以來在士大夫社

群中逐漸積累而成的」（余英時，2004a：312），政治論述應該就是這種

「急迫感」的出口。不過，得強調的是：「世俗秩序與生命境界的證成，

並沒有在蘇轍的思想中以對立緊張、兩橛殊斷的面貌出現」，這是宋代儒

學、道教哲學以及佛教哲學對話的結果，一部分來自於儒家知識份子的關

懷，一部分也清楚落在宗教世界的界域之中，這兩端的表裡關係恰恰在注

疏道家經典的活動呈現。

蘇轍從《老子》對於「道、德、勢、物」的說法入手，將人世間「侯

王」與「尊貴」作了同位階性的比擬，其間隱喻了人世政治角色的必要安

排，並且認為這樣的安排是與道、德相對應的：

就道家思想而言，如果「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自生自死」

〈卷一〉是始初秩序的樣態，何以這樣的秩序「靡不有初，鮮克有終」《詩

經‧大雅》？《莊子‧應帝王》裡原始「混沌」破滅的寓言，代表了原始

秩序的悖離，究其實，「主體之鮮明導致大道之跌盪」應是最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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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轍在論說政治統治以及可欲秩序的形態前，也承認這樣的看法，認為並

不存在天地對於人刻意性地生殺，一切萬物的變遷都是自然律動的結果，

也隱合於「虛而不屈，動而愈出」的自然律：

按照《老子》域中四大的說法，既然道、天、地都無意造作生殺，明顯造

成秩序悖亂的，就袛有人了，因此，人的主體行為在這個意義上不應被視

為超越自然，而是悖離自然，造成的結果是原有和諧秩序的破壞，應之而

生以維持或是重建秩序的倫理規範，不但無濟於事，更清楚地說，是一種

對於自然的悖離與層層跌盪：

……

……

這幾段話相對有些複雜，蘇轍有幾個說法值得玩味與分析：第一，就分別

處說，可道者當然不可常；第二，可道之不可常的原因，在於一旦殊異化

就無從冥融為一，這就造成「仁－下德－義－禮－智」之對立或是斷裂；

第三，以不可道之姿出現的大道，體現出的常，是跨越時間性地有常，因

此在仁為仁、在義為義、在禮為禮與在智為智都可以得見。這樣一來，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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轍應該有兩個策略躲在這樣的論述之後，一者他認為仁義禮智的斷裂與不

相支援是造成不可久的原因，再者，從道家以道統攝這個價值規範且因時

而動（體現出的是「在仁為仁」等），不陷溺於斷裂的不同價值，反而能

夠使得這四個價值有機地連繫，故而成其常。這樣的解法，在於承認道具

有整合仁義禮智的高位階性，正是由於道的沒有區別性使然，反觀仁義禮

智都過於強調彼此之間的相代與轉折，所有不能成其常（雖然在境界上，

仁義還高於禮智之屬）。蘇轍在這種援道入儒的詮解活動中，先是承認了

悖離素樸的現象，同時，卻也將因區別而生的道德仁義放在一種因時流動

的觀點中，證成了這些原先在道家思想中是較低的價值的正當性。就此，

蘇轍善用重玄雙遣不滯的方法應該是很清楚的。

至於如何可能？世間果不能離道而治嗎？袛能事必稱道而已矣嗎？蘇

轍也不全然接受這樣的近乎寂滅的自然，他從儒家的立場，針對仁義之不

行的原因，提出與老學相近的看法並從中進行儒道的對話：

…… 迹

老子的「聖人不仁」本就是批判「假仁義為孝慈，進而竊仁義之名，無仁

義之心，行仁義之跡為」的俗儒作風，蘇轍也認為問題在於「不知本袛知

末」，仁義之跡從變與不變來看，固守本原地因時律動，才是從儒道各自

之底蘊出發，掌握治術之要的不二法門。《欒城應詔集‧卷六‧君術‧第一

道》中就說得很清楚：「臣聞善治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情，而後得御天

下之術。術者，所謂道也。得其道，而以智加焉，是故謂之術。古之聖人，

惟其知天下之情，而以術制之也。」而在〈卷二〉中他更進一步透過「孔

老之不異」論證了儒道在思想本原之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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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示人以器而晦其道」到「故示人以道而薄於器」，蘇轍分析了儒道二

家政治思想在思維立論上的核心差異，算是十分公允地替兩家都說了話，

而且也借用了重玄手法調合二家應治之論，看來，蘇轍認為袛重本或是重

末的方法都失之偏頗，袛有明本用末才是為治的基本「道理」！24

當然，蘇轍並不是單就論理上說，他從實質的治理活動反省入手，層

次地開展了一種從有為到無為，乃至於「無無為之心」的可能，在這個層

次性開展的活動中，蘇轍討論了政治生活的開展必然性，以及「向自然秩

序回歸」的必要性。前者是對於人類歷史的觀察，後者則來自於對「人類

自性」的反省，這條必然開展（當與渾沌寓言有關）而又存在著復歸的道

路，兩者的連繫與轉折就在於從「由自然而人為」到「由人為而自然」的

雙向進路。從思考的理路上說，蘇轍的反省是非常道家式的，亦即開展與

復歸正在於「主體的出現與對立」到「主體的冥合與消融」兩個面向上。

如何「應世而不離世」地在人間世保有「主體實踐的可能」，又不因為強

調「主體」而延續對立緊張，《老子解》中大概認定了「道家的無為」相

對於「儒家的無為」具有更高的實踐可能，在這樣的思考上，蘇轍從「無

為」的治理觀念與活動中，將儒、釋、道對話的結果（由有為到無為到強

調「無無為之心」）帶入政治統治的場域。

蘇轍認為「有為」固不可免，卻不可避免地提高了治理的難度，〈卷

四〉中說：「上以有為導民，民亦有為應之，故事多而難治。上以利欲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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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民亦厚其生而求利不厭矣，夫貴生之極必至於輕死，惟無以生為而生

自全矣。」這裡除了提到「厚生求利」的人類活動之外，蘇轍還認為是『上

「導」下「應」』的結果，處處存在的行為誘因，不論是自性需求而衍生

的，或是來自於統治者的誘導，說明了整個治理的活動根本不曾離開關於

各種「利」的追逐，同時，也充斥著上下交爭的算計，處處體現了「智」

的運作痕跡：

在此，「德」談的是本然素樸，「智」談的是機心計算，落入機心計算的

結果，當然就離不開「上下交相賊」的結果，提高了治理的難度（這點，

其實與韓非的理解極為相似）。就蘇轍看來，離開分辨之智而回到整全之

智，無疑是較為可信任的治理形式之基本因素，在樣的理解下，他認為「愚

之」當是可行的方法：

「知道之大全而覽於物之終始」當然不是一般的分辨之智，而是體道的整

全之智，民之所以離開這個層次的「知」，看來正是自然之性跌盪的結果

（這大抵就是蘇轍主張復性的原因），不袛無法「知己」（明），更遑論

進而「知人」（智）。所以，治理的難度提高應該是兩個方面的問題，一

個是自以為是與以察為明，另一個則是機關算盡與上下交賊。在蘇轍看

來，解決方法應該有兩個，一個是「使之無知無欲，而聽上之所為」，這

種方法是相信政治菁英的判斷，但是絕不是究竟的方法，因為「雖有過亦

小矣」；另一個則是從體道的「自信」（當是某個程度上的自明）入手，

展現在治理上，就是走向無為，這兩個方法，蘇轍很隱晦地在〈卷一〉提

說及：「信不足焉有不信，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唯不自信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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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以仁義，重之以政刑，而民始不信矣」，當然，從治理結果上言，兩者

是高下立判的，論述至此，蘇轍大抵認定了無為的治理形式（尤其是道家

式的無為）是必然的選擇。

無為，在《老子》的政治思想中呈現出是一種多層次的概念簇形態，

「無為」當然是聖人代替「道」的一種治理，因此，「作為」是必要的，

不過，不是「為有為」，而是「為無為」（林俊宏，1999：185），對於從

此系絡延伸出的政治思考與統治活動，蘇轍也有類似的理解：

蘇轍除了接受「治天下非為之也」的基本主張，進而，他把老學中的「散

樸為器」注解為「聖人既歸於樸，復散樸而為器，以應萬物」，這是很有

意思的解法。就意思上看，蘇轍認為有兩個層次（或是兩次）的「散樸為

器」，一者是「渾沌之死」的「散樸為器」，我們不妨把此稱為始初的「散

樸為器」，另一個則是聖人復歸於樸之後的「散樸為器」；第二個「散樸

為器」不同於第一個，而且是治內活動之後的產物（因為蘇轍在這裡用的

是「既歸於樸」），這是翻轉以後的「散樸為器」，也是帶有治理正確的

形態，更重要的是，這樣的說法清楚地與「復性」的論述是高度相關的（聖

人既歸於樸的說法也明顯地與復性有關），因為沒有內在的復樸是沒有

「再」散樸為器以應萬物的可能，而這裡再次「因自然而開政立官長」也

適度地改造了老學中強調帶有「減損」意含的無為，整個說理的次序上就

像是「樸－樸散為器－漸至於作－（聖人）知樸復性－（復）散樸為器－

因器制名－乘萬物變而不殆」。在無為的步驟上，他從順物之治入手討論

無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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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甚」、「奢」、「泰」的討論，蘇轍並沒有離開老學的無為界定，

不過，值得注意的是，蘇轍用「不為之至」來說無為，蘇轍並沒有主張離

開治理的活動，而是強調在進行治理時的「不至於過」，這與老莊學在治

理的取徑上是不同的，而且強調「自然的不可逆、而待順守」似乎也隱然

與宋代中期以後的政局及蘇轍的政治主張相關；我們似乎可以這麼說，在

「不至於過」的背後，有兩個陳述：一個陳述是「順著不能違逆的理則進

行統治」（乘理），另一個陳述則是「聖人具有裁成萬物的能力與義務」；

前者大抵就是道家義的無為，而後者雖然仍在「不得已應為帝王」的道家

主張中，但是讀來已隱然有儒家式的聖人味道了，特別再將〈卷二〉所說

的「譬如嬰兒之長，人偽自起……苟其方作而不為之動，終以無名之樸鎮

之，庶幾可得而止也」一併閱讀，肩負重任的聖人形象大抵又離道家遠了

一些。

「作為」，並不是蘇轍的「無為」關注之終極，反而應當視為一種過

渡性的作法，對於這種過渡作法的分寸拿捏，至為關鍵，否則難免落入像

孟子批評「霸」的「久假而不歸」的境地，這點與蘇轍帶有重玄式的思考，

且進而強調與偏重在「無為」活動中的「心」有關。順著這樣的想法，蘇

轍將老學那種體用合一的觀念，做了「心（態）」方向的強調。例如，柔

弱固然是一種做為，但是，蘇轍認為老學更想說的是一種順物而動的心

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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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轍的老子理解固然也反映了濃厚的操作氣味，卻不曾「錯置」道的體用

本末關係，這點，較之於同時期的王雱、王安石或是司馬光等人的解老思

維，蘇轍明顯地更有堅持，而且呈現出不同層次的「無為之治」：

迹

蘇轍認為「作為」可以是「有為」與「無為」，而無為又可以是「求治之

無為」與「無求治之意的無為」，蘇轍強調在「治理」的過程中，應當逐

層地轉翻而上，從「作為上的無為」轉向為「心態上的無為」，接著再轉

向為「無無為之心的無為」，思維方法上不僅是儒道的轉折，甚且也是道

佛交涉的結果，最後或許也隱含著「知之須會無心法」《悟真性宗直指‧

即心即佛頌》的高妙境界。也就是從「具私意性的有為」到「任物自化的

無為」，再到「無為之（任物自化）之意的無為」，看來倒像是心態上的

轉折與去心的工夫，這使得我們看到，在蘇轍的理解中，除了傳統道家那

樣的無為義理之外，蘇轍式的無為論述之特點，在於他強調一種離開「無

為」之心的「無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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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物我兩忘的莊學路子，到「夫唯不爭，是故莫能與之爭」的老學路子，

蘇轍似乎認為「無心之心」不僅是消解「有好有惡，則有所利、有所害」

〈卷二〉利害對立的良方，而且是通貫老莊的方法，更從佛學的視野回答

了類似「解脫∕解脫知見的解脫」以及「不生不滅∕無生滅之心」的根本

問題。如此，所謂的治理問題，根本就是「無為」的層次問題，也是從「居

心」到「有抱樸之心」再到「無抱樸之心」的轉換，不僅離開了「當事而

為，無為之之心；當教而言，無言之之意。夫是以出於長短之度，離於先

後之數……而天下何足以知之」〈卷一〉的教化操作面向，也不止於「好

惡既盡，則其於萬物皆無害矣。故至者無不安、無不平、無不泰」〈卷二〉

的老學面向，還留存了造詣「非色非空非不空」、「無異無同無有無」佛

學境界的可能。

就治理而言，蘇轍的思想當然是入世取向的，袛是，藉由老學的注解，

他希望一己之私可以淡化或是質變為「成道之私」，這就是〈卷一〉中說

的「天地生物而不自生，立於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

其身而利人，處於眾人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

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雖然，彼其無私

非求以成其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這種認為「聖人亦有私」，

卻是「成道之私」的思維，「通」是完成這個期待的重要關鍵，不袛反映

出蘇轍對於三教融通的企圖，同時也是他對於「神聖」與「世俗」兩種秩

序合致的基本想像，他在〈卷二〉中說：「聖人動必循理，理之所在或直

或曲，要於通而已；通，故物不逆，不逆，故全也」，除了聖人自身的作

為與對於「心」的修持之外，更強調人與外在世界的貫通，且是循理而知

天命的效果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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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時而動的背後有著通達「理與命」的深刻工夫，這也是能體現「智

者所不能諭」的「聖人之妙」〈卷二〉的原因。「通」除了可以循理知天

命的妙用外，還可以呈現在治內與治外的一體性上，蘇轍的主張有兩層：

其一，唯有一個不變的方法是貫穿治內與治外的，更重要的是，這個方法

的基本精神就在將內外的畛域分別從觀念上斷絕；其二，若是以治心為主

要的入手處，則無疑存在著一個與始初本一的心對立的（治）心，這是造

成區判的關鍵，也是對立的起處；因此蘇轍認為：「內以治身，外以治國，

至於臨變莫不有道也……明白四達，心也，夫心一而已，又有知之者，則

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也。」〈卷一〉這種「我

不異人，人心自異」的看法，認知到本性之失（實則即本心之失）是內外

對立的起點，同時也是人我、人物對立的起因：

這種說法看似沒什麼，不過一句「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非實」卻

道盡了厚重的佛學品味；所謂忘卻本性的原因，蘇轍大抵以為是因「迷己

逐物落入唯我的蔽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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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裡的「忘我」有兩層，一是失去本然自性的「忘我」，一是不與人物對

立的「忘我」。按蘇轍的說法，袛有知貴身而不迷殉於外才有忘我的可能，

因此忘卻人我對立的忘我，看來是對於迷失本然自性（另一種層次忘我）

的一種矯治，也就是說，迷失自然本性造成了「我」的出現與強調，也造

成了對立與衝突的不可避免，所以，依老子的意思，走逆向的路子就有復

歸的可能，這是「復性」觀念的推展。順著這種思維，才有治內治外、不

一不異的可能，在復性的基礎上，人與聖人、治者與被治者、身與天下才

有合致的可能：

……

……

看來，蘇轍相當強調凝於內之「性」，正是這種內凝之「性」具備了向外

無限開展的能量，如果極度向內地陳述，25 應該會出現（治）「（心∕性

－身－家－鄉－國－天下」的治理圖式（必須強調的是，「性」作為「通」

的根本介質，在蘇轍的論理中仍舊得藉由「心」的開啟，才能有所作用），

                                                 
25

2009 1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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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高度治理的活動絕對是一個由內而外的活動，也體現出「通」之成！

這一連串關於無為的的設定與轉折，正是來自於治理的基本要求－「通」。

在隋唐重玄學論述中，「通」作為核心的理解（特別是在成玄英與李榮的

思想中），正有與理、導相訓的「道」義，同時開展了得、成、不喪的「德」

義：

‧

這種「通」、「導」、「理」兼備，進而「得」、「成」、「不喪」具足，

很完整地說明了蘇轍重視「通」以乘理用世的內在精神，同時也與「任智」

的「有為」作了明顯地切割，這當是由心態上而非單純方法上的無為使然，

〈卷二〉中說「聖人之與世俗，其迹固有相似者也，聖人乘理而世俗用智，

乘理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如商賈，巧於射利」，大抵就是此意，而這

也正是「通」的妙用所在，藉由「通」，不單單貫穿了「心性」、「人我」、

「內外」，也貫穿了生命之學與治理之學，而看來更重要的是，這樣的「通」

具備了過渡到「和」的工夫，體現物我一如的可能，或者，還帶著佛學思

想強大的生命能量。職是，就治理的面向而言，蘇轍的《老子解》不單有

傳統道家與儒家的基本思想，也深受重玄方法之影響，同時隱然透顯出濃

厚的佛學氣味，講究的更是存有、知識與治理三個面向的融通。這使得蘇

轍透過注解《老子》的活動呈現出的不單是哲學與文學的旨趣，還有在政

治與宗教兩重生命場域對話的企圖，對於蘇轍而言，政治生活從來也不是

唯一的選項，更通透與圓融地看待共同生活的內涵，才具有是實踐的能量，

這或許也是隱藏於《老子解》書寫中的真正意圖！

從思想的成果上看，蘇轍在《老子解》中呈現出的思想特色至少有幾

項：

1. 代表著三教思想更圓融地對話，這樣的對話是建立在唐代三教思想

融通的成就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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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蘇轍思想中存在著不同思想學術集團的身影，以及屬於不同學術

集團的思想質素，卻又近似無礙地結合在一起，反映了一個時代新

範式出現前的一種高度的思想匯集。

3. 可能反映了整個知識份子階層的集體努力建構，試圖建構一個共通

的時代母體（matrix），這點特別清楚地在宋代普世性文明的建立上

呈現出來，這種建構相當程度上與思想史的詮釋是相符的，同時也

在文本與時代脈絡之間提供了一個架接的可能。26

4. 在進行傳統儒學再興或是與道家思想接榫的活動中，重玄學或是深

刻影響重玄學的佛學，可能對於這個接榫活動起著很深厚的影響，

這個影響不袛在蘇轍的思想中看出，即便是理學主軸的二程與朱

熹，都無法避免在佛學的思維中，或批判或接受地進行另一場「神

道設教」。27

順著這樣的理解，我們可以發現，蘇轍的《老子解》呈現出結合儒道

釋三家基本內蘊的書寫形式，同時也可以視為是北宋政治思想轉化的一個

產物，在以儒學為基準的基調之下，這種透過精英獨特且再造傳統的特有

注解文本，一定程度地接收了重玄思想關於儒道釋思想轉詮的成果，並

且，因應政治場域中的緊張對立，開創了一個既世俗又神聖的秩序思維，

這使得在現實政治的關懷之外，同時也增加了往宗教國度的移動向量，這

大抵是西方漢學家以為「新儒學精英文化的解釋性霸權及其再現上缺乏精

確性的另一始料未及的結果，是對于中國人（無論是上層或是下層人民）

日常生活的宗教性質的發現」（田浩，2003：40-41）的原因。蘇轍在《老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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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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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解》書末也針對「中與和」二字，進行儒義與佛義之對話：「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生焉。

此非佛法而何顧所從言之異耳……六祖有言：不思善、不思惡，方是時也，

孰是汝本來面目。……不思善、不思惡，則喜怒哀樂之未發也，蓋中者，

佛性之異名，而和者六度萬行之總目也。致中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此

非佛法，何以當之……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異……知禮法而不知

道，則世之俗儒不足貴也……古之聖人中心行道，而不毀世法，然後可耳。」

有趣的是，蘇軾也有同樣的理解回應：「子由寄老子新解，讀之不盡廢卷

而嘆，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使漢初有此書，則孔子、老子為一；使

晉宋間有此書，則佛老不為二。」同時，在〈穎濱遺老傳〉中蘇轍也說：

「與一二衲僧遊，聽其言，知萬法皆空，惟有此心不生不滅……及讀《楞

嚴》，以六求一，以一除六，至于一六兼忘，雖踐諸形，皆無所礙。」《欒

城後集‧卷十三》（蘇轍，2004：1041）由此來看，北宋的老子注不僅是

一種知識性的活動而已，同時，也不僅是限於單一學術集團內部的活動而

已，可能的話，應該視為在經典中找尋一種具有普世依歸價值的活動。另

外，在詮解文本的同時，更清楚地開展了某種作者自主的特性，傳統那種

依經論說的形式，轉變成「以經為註腳」的形式，宋代知識份子「不同程

度地借鑒了佛教的心性說、道家的宇宙論等形而上觀念」（吳國武，2009：
27），似乎在隋唐文明之後，有意識地再造傳統，同時形塑出一種新的世

界觀。

其次，蘇轍關於「復性」的說法，與其說他受到中唐知識份子重建文

明的思維的影響，不如說，他繼受了佛老思想。某個程度上，蘇轍所談的

「復性」，刻意離開了傳統倫理範疇中的人性論，不再限囿於邏輯或是價

值偏好上的討論，也就是說，不再袛是共同生活中行動背後的倫理預設，

進而有一種更深刻的轉向，以一種關於「存有」基本向度的形態展開，這

樣一來，不僅豐富了原始心性論的內容，也更深層解釋與連繫了神聖與世

俗兩端，這個部分就像李翱在《復性書》中的一些論述相似，明顯地受到

了佛教或是道教重玄思維的影響，特別是與復性相對的聖人問題上，一如

《復性書》，「基本上是由佛教所引發的」（陳弱水，2009：310），同

樣的，宋代理學由理、性基礎上開展的一連串論述，特別是「討論儒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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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薄弱的「性與天道」問題，幾乎引入很多佛教與道教的思想資源，給道

德與秩序重建了合理的基礎（葛兆光，2000：33）。」由此也可以看出蘇

轍在《老子解》中所呈現的思想，不袛反映了北宋中期的知識社群的思維

圖像，同時，也反映了隋唐至北宋的思想連繫。

文學傳統、反映古人之道的「文」以及普世的價值，這三個議題在宋

初的古文運動、注解經典的活動以及道學作為普世價值的形塑運動中，很

有層次地展現，這裡頭涉及了宋代對於中唐以後古文運動延續下來的重文

傳統、關於「文以載道」的討論，乃至於新舊黨爭的政治立場爭議；28 「士」

（知識份子）或是經典的閱讀者與詮釋者，在這樣多層次的活動中扮演了

極為重要的角色，同時在知識作為純粹的復古、依托以及新的詮解中，從

爭議到共識，展現了宋代思想極為不一樣的生命能量，在一定程度中，說

明了一種新的向度的出現，透過詮解的自主，反省且轉換了依經復古的中

古學風，積極地開展了新的世界觀看視野，在宋代文明擴張與政治權威普

世化的過程中起著十分重要的影響力，充分地將「世俗秩序的神聖化」與

「神聖秩序的世俗化」雙向接榫；有意思的是，不同於特別標榜純粹儒學

作為重要基底的北宋知識份子（例如，司馬光、歐陽修、二程等人），在

形構宋代集體認同或是重塑共同歷史記憶的過程中，蘇轍固然也受到儒學

的影響，然而，在知識取向的光譜上，並沒有出現過渡到「理學」的轉向，

也就是說，固然蘇轍與這些知識份子共同分享了某種時代氛圍，然而卻出

現不同的進路（或是說不同的承繼），蘇轍較之強調儒學基底的知識份子，

更多的思想資源是來自於佛學與老學（進而也有重玄的思想身影），特別

是相對於「宋初三先生」之中的孫復所說：「佛老之徒，橫於中國，彼以

死生禍福虛無報應之事，千萬其端，給我生民，絕滅仁義，屏棄仁義，以

塗窒天下之耳目」《宋元學案‧泰山學案》，蘇轍呈現出的融通三教的對

話形式，固然在氣味與之不必相同，同時具有更大的包容性，若謂宋學受

韓愈復興儒學的影響，倒也不必盡信。在這樣的知識取向中，我們看出蘇

轍將「漢唐儒學表現出較宋以後儒者濃厚的外向性（王德權，200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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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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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和宋代知識路徑上明顯的內向性，作了一個很有意義的連繫與呈現，無

疑地，《老子解》正是這樣一部極為值得關注的時代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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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Ruling in Su Che’s Laozi Jie

Chun-hung L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the internal philosophicalcontext of Su Che’s (蘇轍)

Laozi Jie (老子解). My thesis argues that Taoist thought, and in particular the
thought of Laozi, has its own axial development when treated as an intellectual
community which interacts with other intellectual or religious communities such as
Taoism,Buddhism and Confucianism. Thesefour communities not only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in political domain but also in other spher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osition of Laozi Jie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discusses the epistemological with ontological understandings found in the text. It
argues that the “revivification of nature” (復性) is central to Su Che’s philosophy.
The article also deals with the issue of hierarchal ranking of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affairs. When political discourses interacted with or intervened in religious affairs,
new forms of thinking emerged.

Laozi Jieconveys the internal essence of political discourses of Taoism, Taoist
religion, Buddhism and Song-Ming Confucianism (宋明儒學). Through textual
analysis, the internal thought of Laoziand several commentaries ofLaozireveal
themselves. Latent connectionsbetween the Mysticism School, Double Negation
School and Song-Ming Confucianism also appear. The content ofthis text lies
hidden and latent, and is not only philosophical but also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in
nature. It forms a central part of the process ofstate formation and the rebuilding of
public civilization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Keywords: State Formation, Being and Non-being, Non-action, Sage (Ideal Leader),
Double Negation, Mysticism, Laozi Jie, Mind and Nature, Revivification of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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